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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
———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范 静 静

［摘　要］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

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径直
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

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

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

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
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

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由推动性倒置为源头性的行为即由此发

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

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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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层累说横空出世。一百年以来，在这片富含学术力、思想力、理论力的探方
里，学者们的考证和发掘从未停歇。这种多层次、高密度、全方位的掘地式探索，似乎已经让层累说研
究题无剩义。单就层累说的来源一题，内溯疑辨传统与外寻域外因子，精耕细作之下还有多少余地可
挖？勘探殆尽的畛域中是否存在偏差？这些问题仍然值得再思量。其中一支研究将今文经学视作层
累说的来源之一。顾颉刚因承今文经学而饱受诟病，首当其冲的便是作为古史辨方法底色与核心理
念的层累说，那么二者间的联系则直接关涉如何审视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进而如何评价古史辨
的学术价值这一更为宏大的重要问题。揆诸既有研究，此种联系得以建立所依据史料的适用性如何？
以二者间学术观点或思想线索的相通作为关系成立的凭借是否存有逻辑漏洞？再者，今文经学在层
累说的生成阶段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影响究竟是源头性的还是推动性的、深化性的？如若
这一联系难以坐实，讨论中的歧误又是从何而起？这些疑点尚有继续发掘的空间，本文将努力进行一
番探索。

一　倒置的时序：“今文经学促成说”的阐释理路

层累说与今文经学联系的初步确立，发生在层累说面世七年之后①。最早明确表达“今文经学促
成说”者或是梁园东。他指出层累说判定真书为伪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顾颉刚“误会了康有为‘孔子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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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２０世纪中国史学通史》”（１７ＺＤＡ１９６）。

层累说公开面世后，在梁园东之前，较早明确提出今文经学是古史辨来源之一者有孙福熙，其言顾颉刚智识的来源有康有为
与《新学伪经考》，之后曹养吾也谈到顾颉刚之治学稍稍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层累说开启了古史辨，并游走于整个古史讨论。

在此过程中，层累说自身也随之调整、完善，即层累说具有阶段性特征。尽管作为古史辨组成部分的层累说在来源上可能与
古史辨的来源有所重合，但笼统地将二者来源进行等同并不合适，所以如孙福熙、曹养吾以及其后笼统述及这一问题者，暂
不纳入本文讨论（参见孙福熙：《古史辨第一册》，《北新》第１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１日，第１２页；曹养吾：《辨伪学史———从过去
说到最近的过去》，《水荇》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２８年５月，第１３页）。



古改制’说的意思”，直将“托古改制”误作“伪造古制以壮声势”①，并举《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里如
何排列尧、舜、禹一例，重申“若不是了解顾君是在误解了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就绝不会明白
顾君何以会产出这样奇怪的见地”②。虽然梁园东一直强调顾颉刚误会了康有为，但这并不妨碍反向
证明今文经学是层累说的来源之一。梁园东的态度很明确，他直接指向托古改制说之于层累说的影
响，没有牵扯刘歆造伪说；同时指出“‘托古改制说’应用的限度且不谈他，只是由他的流弊，竟会产出
顾君这样见地时，那就连托古改制说也有改正的必要”③，从中可见他对二者间的联系并不满意。

与梁园东有别，钱穆认为“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
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
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④。回到此言语
境，钱穆是就《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而发，介意的是层累说中的“造成”一意，尤其是刘歆造伪
说，而这恰恰源自今文经学。梁园东与钱穆皆主张层累说借力于今文经学，但对二者的看法却大致呈
相反之势。梁园东全面否定层累说的方法价值，视之为一种完全的“臆测”与“捉摸”⑤，钱穆则对历史
演进原则表示肯定。如果说梁园东尚对托古改制说存有一丝宽容的话，那么钱穆对刘歆造伪说的批
评则毫不留情。

其后，署名沅思的学者谈到，在层累说的提出过程中，顾颉刚“推翻古史之动机，亦复因康有为之
《孔子改制考》而启发焉”⑥。对于层累说，沅思立场鲜明地站在梁园东一边。其文虽在观点上无甚新
意，但证成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方式却值得注意。《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此受到了特别关注，
顾颉刚的自述被明确用作证明二者间联系的依据，而这一点不见于梁园东与钱穆的论述中。

比梁园东更严厉的批判来自马乘风。他提出层累说的理论根基是“中国古史完全是战国时代的
人所伪造”，而这“是康有为圣人‘托古改制’说之更大胆‘更无理取闹’的广泛的应用”⑦，是故层累说
出于今文经学且更胜之。与沅思一样，马乘风开篇即言梁园东的见解较刘掞藜高明许多。比梁园东
更进一步，马乘风并不局限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是充分利用《古史辨》所录篇目向层累说全
线开火，“无理取闹”判语的出现表明，在他看来层累说的学术价值远低于今文经学，甚至毫无学术价
值可言。

这些初起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声音很难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阐释”。对他们而言，层累说尚属
“当代史”，其更多的是以介入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的研究者身份，或出于立场与学术观点的不
同，在“商榷”“评议”甚至是“批判”中进行“阐释”。身处历史现场的反馈虽然会受到某些不可控的偏
见或预设的制约，但同时也会提供最贴近本然历史的当时感⑧，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照。从早期的
讨论中，可以勾勒出时人的三种取向：一是以前期《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中心论托古改制说一
源，二是集中在中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确定今文经学与层累说之关系，三是聚焦于后期《五德终
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谈刘歆造伪说一源。这三种取向的共同原点是对“造成的古史”的质难。换言
之，虽然他们对“层累的古史”意见不一，但在“造成的古史”上却达成一致，并都认为“造成的古史”这
一点是从今文经学那里讨来的。以“造伪”作桥梁，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就此绑定。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的研究，大致遵循了以上取向。如果说“遵循”一词含有某种附和色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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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第２７卷第２２号，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７３页。

③⑤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续二十二号），《东方杂志》第２７卷第２４号，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８６、８６、８９页。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１７０期，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３日，第１０版。《五德终始说下
的政治和历史》是层累说的进一步发展，层累说作为古史辨的基本方法必定贯穿于顾颉刚对五德终始说的阐释中，如前所
述，尽管二者在来源上有所重合，但不能简单地进行等同，所以若非明确谈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有关层累说
者，亦不纳入本文讨论。

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鸟瞰》，《无锡国专季刊》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５月，第３５页。沅思或为某位学者笔名，但暂未查实。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１册，南京：中国经济研究会１９３５年版，第５０７页。
“‘距离太近’的历史是本然的历史，而‘文献’上的历史则是前人记录整理后的结果，———后者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一种秩序或
‘整体感’了。”（王学典：《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第３０页）



者与之达成了共识①。

５０至７０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出自杨向奎。“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
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②，第一次对顾
颉刚的学术身份提出质疑者似是杨向奎。在此之前，顾颉刚的史家属性从来不曾构成一个“问题”③，

从梁园东至马乘风也从未将顾颉刚归入经家阵营，杨向奎的评价直接导致了顾颉刚身份认知危机，由
此开启的顾颉刚是传统经师还是现代史家的争论时至今日仍有余波。杨向奎首次综合了前述所总结
的三种取向，以此说明层累说及作为其发展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皆承今文经学而起，不能
成立且毫无价值，并进一步指出顾颉刚的疑古精神是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法宝。如此一来，层累说与今
文经学的关系似已牢不可破④。站在批胡运动的漩涡，学术判断难免受到影响，但从其时隔多年的再
论述看，今文经学影响了层累说这一点始终为其所坚持⑤。

顾颉刚去世后，刘起釪较早述及此问题，他关注的重点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钱穆
相一致，刘起釪耿耿于层累说中的今文经学因子，认为“运用历史演进及传说流变的眼光来研析历
史”，“符合旧史形成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正确的。现在顾先生舍弃自己这一正确方法，却轻于相信清
末今文家并无确证的主观臆说，确是有失慎重”⑥。更重要的是，与之前学者偏重顾颉刚对今文经学
的采纳形成对比，刘起釪开始强调顾颉刚对今文学家治学态度的摒弃，并再次定位顾颉刚为现代史
家。在学术话语重启的语境下，刘起釪的表态将对此问题的讨论拉回正轨。截至２１世纪初，大陆学
界关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研究亦逐步展开⑦。

与此同时，港台学者的研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许冠三的创见在于，提出作为层累说
核心方法构成的伪史移用法原出康有为但又经过顾颉刚的发展，并谈到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
政治和历史》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等长篇专论中，他曾放手运用此法。不幸，由于他过信
‘托古改制’的假说，在许多推想与解释上不免失之于粗疏，甚至流于武断”⑧。伪史移用法是理解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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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参见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１年版，第２８５页；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剂》，《求真杂志》第１卷
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第３２页；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２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第２７页。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在杨向奎之前，胡适曾依《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到顾颉刚“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变为今文家；他因为精神上的不安宁，想
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所以进了哲学系；在哲学系里毕业之后，才逐渐地回到史学的路上去”。总体上看，胡适不否认顾颉刚的
史家身份［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续），《现代评论》第４卷第９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１日，第１５页］。

相关文章还可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光明日报》，１９５５年２月３日，第３版；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Ｃｈｏｗ　Ｔｓｅ－ｔｓｕｎｇ，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１４～３１５页。需要一提的是施耐德，他分析了今文经学给予顾颉刚的启示，指出顾颉刚在处
理文本与史学问题时直接受到康有为的影响，而且《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对顾颉刚的感染力极大。从中可以推定层累
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今文经学有关，但这一联系在施耐德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阐发［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
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Ａ．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ｕ　Ｃｈｉｅｈ－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洛杉矶、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９页］。
近３０年后，杨向奎的态度不再如此激烈，但仍坚持层累说“采用了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杨向
奎：《论“古史辨派”》，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

２２页）。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２页。

相关文章参见李民：《可贵的治学精神———悼念顾颉刚先生》，《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８２页；刘俐娜：《顾颉刚与古
史辨派》，《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１６５～１６６页；余兼胜：《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与其古今文经学认识的关系》，《历史
教学问题》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２８页；顾潮：《略论顾颉刚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１６２页；钱婉
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１９９９年卷，第４４１页；赵利栋：《〈古史
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浙江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１１０页；田旭东：《２０世纪
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１年，第６６～６７页；周国栋：《现代学术与两种
遗产》，《齐鲁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１４１页；李锦全：《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
学》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８０～８１页；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５４页；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
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７页。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７页。许冠三的国籍暂未查实，此处沿用通行说
法，将其归入港台学者。



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关键，但稍有遗憾的是许冠三并未呈现此法何以原于康有为又何以经顾颉刚
发展的内在理路。

之后，王汎森试图探索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历史观之间的思想联系，指出顾颉刚坚持刻意造伪说与
“古史辨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信史的精神”①这两点皆从今文经学而来。在他之前，以“造
伪”关联二者的说法已屡见不鲜，而预设先行、先有成见横亘于心这一点也早已见于梁园东的表述中。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属于提纲式，那么王汎森的推进便是首次将提纲细目化，通过细致对比层累说与今
文经学之异同来证成己说。或许正因如此，是著的被接受程度与被征引率都高于其他论著，明显影响
了后来者对此问题的书写。微观考索有助于增强说服力，但同时也冒有一定风险，其观点能否经得起
事实与逻辑的验证尚有考察余地。时隔四年，彭明辉从伪史移用法、刻意造伪与先有成见三个方面说
明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相关看法与许冠三、王汎森大体一致②。

在纠正王汎森过分夸大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中，陈志明的见解值得重视。他不否认层
累说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但认为“企图以顾氏曾使用了‘托古改制’‘新学伪经’等观念作理由，来夸大
康、顾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③。陈志明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康有为与顾颉刚之间的背离，明
确顾颉刚借用今文经学是在史学而非经学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此展现前者对后者的依袭、批判甚至超
越。在“今文经学促成说”的框架下，陈志明开始反思二者间的关系在何种层次上具有合理性这一问
题。若沿此方向继续深思，“今文经学促成说”或有被颠覆的可能。

新世纪以来，黄海烈对此问题的推动表现在史料扩充层面。他借助解读《顾颉刚读书笔记》，使得
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原有联系得以加固④。之后的研究着意于某些具体问题。李锐与张凯先后谈到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所持商周不同源一说出自今文经学⑤，李长银论及顾颉刚关于
禹是动物的判断来自“崔适的‘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⑥。在既有基础上继续细化深入，

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特征⑦。

近百年间关于今文经学与层累说联系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如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诸家皆主张
今文经学是促成层累说的原因之一而非唯一，绝大多数学者虽然在理解今文经学对层累说是何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等问题上存在差别，但都不曾质疑顾颉刚的史家身份，这是继续讨论的总
前提。纵观已有研究，今文经学得以促成层累说的关键在于，持此说者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的后半节“造成的中国古史”源出今文经学，且强调托古改制说在层累说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证成今文经学影响层累说的方式中，以二者间观点的相似性作为影响成立的根据是一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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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７页。

参见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３、１６５～１６６页。

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页。

参见黄海烈：《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３４、１３２页。

参见李锐：《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人文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３７页；李锐：《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与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瞿林东、葛志毅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９０～
４９２页；张凯：《“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１４页。

李长银：《由经入史：崔适的今文家言与“古史辨运动”》，《孔子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９９页。在此之前，李长银提到“‘层累
说’的提出，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存在着一定的学术因缘”，夏曾佑的观点“为顾颉刚证成‘层累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支撑”。他并未将夏曾佑归入今文经学阵营，而是偏重其新史学属性，将之视作古史辨四大源头之外（“传统的清代汉学、以
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以郑樵、姚际恒、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传统以及胡适和钱玄同的引导与启发”）的第五个学
术源头（参见李长银：《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史学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页）。

相关文章还可参见吴根友：《再论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
与保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９页；郭延坡：《顾颉刚“层累说”理论体系的思想和方法》，《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８６页；赖国栋：《再论“层累说”的来源———兼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福建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第９９页；葛兴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８页；王林栋：《古史辨易学辨正》（硕
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４页；陈学然：《“重起炉灶”：民族危机与顾颉刚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报》第６２期，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第１６７页；郭佳：《历史与神话的交融———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博士学位
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８页；车行健、卢启聪整理：《顾颉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
刚先生的疑经、辨史与采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３１卷第４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第９０页。



操作。自梁园东至许冠三，对此方式的运用非常简单，其中只有钱穆、杨向奎与刘起釪以寥寥数语比
较了二者观点，着意于层累说完善阶段与刘歆造伪说的关联，余者如梁园东、马乘风与许冠三则存在
将二者间的相似性视作无须特意证明的默认结论之倾向，偏重于层累说生成时期与托古改制说的联
系。对这种粗线条论证方式的改变始自王汎森，他系统梳理了《古史辨》中与层累说相关的文章，尽可
能地列出其中与今文经学有关者，还就大禹来源与“四个打破”等具体问题与今文经学相较，进而得出
此为今文家言的“翻版”、与康有为之说“若相仿佛”、从今文经学那里“转手而来”的论断①。自彭明辉
至李长银，在王汎森所谈内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掘了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相似点。在偏于学术性
的观点比较之外，二者间思想联系的建立使它们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别于“学术”来源，以王汎森为代
表的学者强调今文经学是层累说的“思想”背景、“思想”来源、“思想”根源，所谓二者间心意相通、精神
结构类似、历史观念一致等是此种方式的核心表达。在他们看来，作为理论命题的层累说并不是经由
对具体事实无休止的完全考证得出的，但反过来却对具体事实有普遍而深刻的解释能力，而今文经学
同样如此，其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工具，即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也并不完全建立在对一个问题接一
个问题的考证之上，却具有从整体上解构古文经学的破坏力，攻破一点即攻破全局是理论的特性所
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共享着同样的结构内核。如果此种联系得以建立，那么层累
说统摄下的具体议题则难以逃脱与今文经学有关这一逻辑设定。在此之外，若能得到顾颉刚的自证，

对于坐实层累说与今文经学之联系无疑是强有力的助力，《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而从幕后走至台
前。该文被用作证据大致起于沅思，之后渐渐被学界广泛征引。因自述题材的特殊性，其重要性不言
自喻，所自带的某种导向甚至定性作用，成为论定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首要考虑。

证明二者间关系的方式大致不出以上所论，对此有几点问题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不论是偏重
知识的观点比较还是偏重观念的思想建构，抑或是采用顾颉刚自述作为内证，它们共同指向且突出今
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能否成立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影响随之成为问题。更进一步
考虑，若以福柯关于事件间连续性的批判来看，此种影响式的思考方式在问题阐释上具有何种层次的
合理性也可以继续讨论②。昆廷·斯金纳谈到“影响”成立的条件有三：“（Ａ）甲（先行者）与乙（后行
者）的教义之间必须具有真正的类似点。（Ｂ）乙不能在甲以外的著作中找到该教义。（Ｃ）即使具有某
种类似性，能够证明乙受甲的影响，还必须能够证明乙不是独自阐明该教义。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
件，才能主张甲影响了乙。”③在“影响”成立的前提下，如果过度谈论“影响”则又会忽视被影响者的个
性化选择与个体诠释力量④。其独有逻辑的理路表达将于不自觉中被湮没，而且常常被规约为思想
链条中的一环，成为线索式书写的牺牲品，此即福柯所警惕的“连续性”之弊。从这一视角检视今文经
学“影响”层累说的论述，重新明确今文经学在哪些方面确实对层累说构成了“影响”，同时注意顾颉刚
在接受今文经学“影响”过程中作为创新者而非模仿者的学术个性⑤，这对于反思层累说与今文经学
的关系不无益处。虽然如王汎森对“非连续性”持有不同意见⑥，但这并不妨碍借此重审其说。此外，

将自述作为证据，需要事先辨清顾颉刚在１９２６年对过去的追溯何种程度上合于１９２６年之前，尤其是

１９２３年之前的实际，还须注意如何解读可能出现的事后回忆与当时事实存在的差别。史家的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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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５６、６３、２０７页。

福柯向事件间的联系、“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问题发起挑战，认为应当区分“解释的合理层次”“结构分析的合理层次”“因
果关系的合理层次”。此处所言“何种层次的合理性”即立足于此（福柯著，董树宝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６页）。

转引自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１页。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４页。

王汎森曾说到“创新者”与“模仿者”的区别，并借此说明在“未来是已知”与“未来是未知”两种前提下展开逻辑思考的不同，

认为“在未知状态中的创造，与后来的复制者所感知的完全不同”，创新者的努力及其特殊性不能与模仿者同日而语，应予以
特别关注（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６～５７页）。

王汎森特意指出福柯“对思想史所处理的‘延续性’作相当严厉的攻击”，但坚持认为“思想史中的某些论题确具有因内在长
期对话所构成之延续性”（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序》，第８页）。



事件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①，应留心时代错置的可能。
返回历史现场，同样有几处疑点有待解释。为什么言说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声音直到１９３０

年才正式出现？即便是谈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也要迟至１９２６年？这两个时间点，一是明确表达
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出不久，一是载有《自序》的第一册《古史
辨》刚刚出版。这样的时间差难免令人心生疑惑，既有研究是否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推动性影响倒
置为源头性影响？再者，层累说提出阶段与顾颉刚交往密切者非胡适与钱玄同莫属，他们二人对托古
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早有论述，尤其是钱玄同对此极为推崇，反观顾颉刚却鲜谈二说，也没有轻易接受
他们的看法，种种表现似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距离，那么如何以此证明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

“今文经学促成说”的相关阐释是一种溯源式研究，“回溯性的追认”更多地表现为对显性历史的
强调②，同时借助后见之明呈现那些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被隐去的角落，这一方式的合理性已无需
多言。上述颇具冲击力的发问，指向已有讨论中可能存在的倒置问题。这要求尽量摆脱既定思考方
式下的路径依赖，对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进行再说明。

二　回归正序：与今文经学保持距离的层累说

若要判断“今文经学促成说”是否存在倒置现象，那么便有回归正序再行估量层累说与今文经学
关系的必要。既有研究认为层累说中关于造伪的看法源于今文经学，并突出托古改制说在层累说提
出阶段的重要地位。对此需要考察至层累说提出时，顾颉刚如何看待造伪与托古改制说。这直接关
涉其对今文经学的态度，进而理解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顾颉刚关于辨伪的看法最早或溯至作于１９１４年３月１日的《〈古今伪书考〉跋》。该文透露出两
点信息：一是谈到今古文经书的真伪，指出“《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辨说明
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易传》《三礼》“虽有伪附，又不能
定其著书之人，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二是在伪书成因上服膺章学诚之论，将其言概括为“师说”
“后记”“挟持”“假重”“好事”“攘夺”“误会”七点，并自然而然地认同造伪现象的存在，同时承认无意成
伪的可能③。古文经书为伪的讨论远在今文经学复兴之前便已展开，同时是清中期以来非今文学家
辨伪的要点，而且造伪一说在当时也早已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性认识。此外，康有为曾疑《易传》
《仪礼》中有伪作这一点并未得到顾颉刚的注意，否则他便不会轻言“《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
者”。由此来看，顾颉刚最初关于造伪的认识并不从今文经学中来，且从一开始便不否认无意成伪的
存在，刻意造伪与无意成伪在他那里并行不悖。对于今文经学，虽然其经家学、章太炎国学讲习会以
及北大受业等途径已经对此有所了解，甚至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但从《〈古今伪书考〉跋》中尚看不
到其受今文经学影响的痕迹。

１９１５年是顾颉刚正式认识今文经学的开始。是年年中，顾颉刚始获《新学伪经考》与《经学历
史》。“长素先生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此书”“二书足以握今文学之纲要”④，从这些题识可以窥见其对今
文经学的认知。在此前后，若想了解顾颉刚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其读书笔记是最直接的一手史料。从
《寒假读书记》到《余师录》，提到今文经学的地方仅十余处，从中可见其对今文经学并不满意。最典型
的一例是１９１５年５月左右，顾颉刚说到“驳其经学者，如叶焕彬等，我甚敬之。则以凭借之者深，而康
为浅也”⑤，认为叶德辉一派的经学素养较康有为深厚，对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表示了质疑。约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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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４９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１２页。

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１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４１、２４３～
２４５页。

１９１５年５月５日，顾颉刚在为《增广翼教丛编》所作题识中言“久求《伪经考》不可得”，买到《新学伪经考》后，于七月初六日（８
月１６日）为是书撰写题识。因无法确定该书是否购于七月初六日，故暂将购买时间定在１９１５年５月６日至８月１６日之间
（参见顾洪、张顺华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９１页；解树明：《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
经考〉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９页）。

顾颉刚：《乙舍读书续记》，《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５页。



时，他指出造伪是“汉代经师之通性”，不必“独责于今文”，其中“附会窜易，虽古文大师如刘歆亦不
免”①。在这里，顾颉刚表达了类似刘歆造伪说的看法，但并无切实证据说明是言来自今文经学。“附
会窜易”与“造伪”存在程度之别，并不能混为一事。另外，刘歆造伪说又非今文经学独持，胡宏、洪迈、
方苞等已有论及，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难找到顾颉刚言刘歆造伪说的记录，加之若按此前顾
颉刚关于辨伪的观点，其产生如此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受业于崔适期间，曾于１９１７年借阅其评点本《新学伪经考》，并在所作题识中言“其所点
识，虽简少，要自得其精要者为我先导，所乐受也”②。结合过录崔适评语的七处眉批，可以看到顾颉
刚对今文经学确是用过心思。至胡适来信《询姚际恒著述书》之前，未再找到顾颉刚对崔适的其他评
价。关于今文经学的整体态度亦如既往，仅有一处肯定之辞，谈到“国中为学主者，近世惟康长素与太
炎先生，风从最众，建设最著”③。回到此言语境，并不能据此轻易得出顾颉刚开始认同今文经学学术
价值的判断。

《询姚际恒著述书》是顾颉刚走进古史辨的契机，辨伪逐渐成为其重心。此信后不久，顾颉刚于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提到某些伪书“只是存疑，并非作伪”④，又于１２月２８日说到太公其人“或者竟是
战国阴谋家造出来做他们的祖师的”⑤。谈战国阴谋家伪造太公之前，顾颉刚曾在１２月１５日言及
《周氏涉笔》中有疑《六韬》与太公事，周氏之论引起了他的注意，时隔十三天的重提概是对此思考的继
续。且诸子出于战国，《汉书·艺文志》又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⑥，顾颉刚的看法
或与此有关。再根据此时他对今文经学为数不多的论述来看，这一观点似与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说
没有直接关系。

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５日，顾颉刚首次明确指出王莽时期的造伪问题，以《汉书·王莽传》为依据提到
“因于时势关系，出了不少的伪史。如少皞的一个人，就是到王莽时才成立的，其原因是因为想顶替了
他的后代，去封国奉祀”⑦。之后，其于１月３１日概括造伪的原因有“装架子”“方士骗皇帝”“为抢做
皇帝而造的符命”“学者的随情抑扬”“学者的好奇妄造”⑧，又于７月２４日至９月１３日间说到造伪的
原因还有“起于‘实用’一个观念”“过求古人深意”⑨，继而还谈到“战国时无史可知，但大家极愿意借
史事把自己主张发挥，所以大家勉力造史事”⑩10、《论语》时代不造伪但“到战国诸子，就难说了”⑩11，另于

１１月５日讲到“从前常以为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史。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
编造伪史，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⑩12。关于顾颉刚对待今文经学的态度，９月２３日至２４日，他指出清
代疑《仪礼》者有顾栋高、姚际恒、毛奇龄等⑩13，对前述“《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一说进行
了更正，但未述及康有为。此外，论及今文经学之处以强调康有为与崔适的辨伪目的是党争为主，涉
及其学术性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到康有为之书“无著专书特辟之者，半由理足，半亦近人怕读书
耳”⑩14，二是于１１月５日言“‘《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⑩15。是年顾颉刚是否
翻阅过今文经学著作不得而知，在记录大量所读书目的日记中未见有载，也或许读过但没有写入。综
合顾颉刚关于造伪与今文经学的态度，其谈王莽时期伪史的根据是史书而非今文家言，所论造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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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余师录（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５卷，第１０７页。

解树明：《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９页。

顾颉刚：《西斋读书记（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５卷，第３５８页。

顾颉刚：《致胡适》（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顾颉刚书信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８页。

顾颉刚：《致胡适》（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顾颉刚书信集》第１卷，第３０１页。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７２９页。

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０页。

顾颉刚：《致胡适》（１９２１年１月３１日），《顾颉刚书信集》第１卷，第３０５页。

顾颉刚：《侍养录（四）》，《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１８３、１９３页。

顾颉刚：《景西杂记（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２１３页。

顾颉刚：《景西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２２７页。

⑩15　顾颉刚：《致钱玄同》（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５日），《顾颉刚书信集》第１卷，第５３５、５３５页。

参见顾颉刚：《致马裕藻》（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３日—２４日），《顾颉刚书信集》第２卷，第７～８页。

顾颉刚：《景西杂记（三）》，《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２５３页。



也没有明确牵扯托古改制说，仅靠两处提及今文经学学术性的内容亦难以认定他对今文经学的固有
看法发生了质变。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并非顾颉刚关注的中心，他对今文经学的认同感也并不强烈，

二者间的关系更谈不上紧密。那么，认为此时期顾颉刚言战国至汉代，尤其战国是造伪大本营这一点
受教于今文经学的看法是否合适，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顾颉刚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４月８日间重申有些著作“并非有心作伪，乃无意之讹传”，还指出
战国人伪造象刑与孟子解释三代征伐的共同原因是“要把唐、虞说成黄金时代”①。３月２９日，他第一
次明确讲到托古改制说，其言“原来战国的学问家以及游说之士，都欢喜引用故事以证成他们的说话，

而那时故书甚少，又不容易看见，得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只得杜造故典”，“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都是好模型里的人物，为托古改制的人所必须依附和赞叹的”②，改制作为造伪原因被公开提了出来。

４月２０日至６月２日间，其又有两次谈到托古改制说：一是“汉代实在还是托古改制的有思想”，《周
礼》《王制》《月令》《春秋繁露》皆为“托古改制”而作；另一是“战国以后托古改制，战国以前托神改
制”③。是年顾颉刚仍未在日记中提及康有为的著作，与今文经学相关的记录仅２月１４日至１５日读
皮锡瑞《诗经通论》一事④，但录有此书并非是为特地了解今文经学，而是出于彼时研究《诗经》的需
要。此外，其说到今文经学的地方似仅有一处，即于同月言及“打破伪书的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
考》”⑤，以此可见今文经学依旧未得其青睐。这一时期，顾颉刚已明确论及托古改制说，似已真正接
受了今文家言，但又很少谈到与今文经学相关的内容，其实此种情况只是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记
载尧舜禹至周公事迹的不只经书与子书，且顾颉刚否认孔子作六经，所以他没有特别指向孔子与诸子
“托古改制”。早在写作《〈古今伪书考〉跋》时，顾颉刚便已涉及子书辨伪，但提到诸子造伪却在数年之
后，首先被点名的是孟子，其余诸子则鲜被论及。从他关于孟子塑造舜之形象、夫妇伦理以及美化三
代征伐等的叙述中，尚不能说其在孟子造伪与“托古改制”间建立了明确联系，而且孟子问题是作为孔
子与《论语》问题的参照提出的，虽然顾颉刚谈到尧舜最早见于《论语》，但始终认为孔子只是“说尧、舜
怎样的好，却没有造了事实去证明他的赞颂之言”⑥，更没有述及孔子“托古改制”。另外，在其读书笔
记所录《象刑》《战国时顺时势与逆时势之学派》等条中也并没有清楚地论述这一点。关于《周礼》《王
制》《月令》《春秋繁露》，康有为认为《周礼》《月令》是刘歆伪作而《王制》作于孔子，但顾颉刚不持此说，

谈《周礼》《王制》为“托古改制”之作或据《汉书·王莽传》“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⑦与《史记·封禅书》
“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⑧而来。由此，顾颉刚只是将托古改制说视作诸多造伪原因中的
一种，与其他造伪原因并列而不含有任何超出此范畴的特殊意味，与今文经学之托古改制说不在同一
层面，可以说是名同质异。这样看来，前述顾颉刚谈论托古改制说与鲜言今文经学之间的“看似矛盾”

便得到了解释，也再次证明了直至此时今文经学仍未进入顾颉刚知识体系的核心圈。

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出，文中关于禹之属性与商周不同源两点被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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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景西杂记（七）》，《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３５７、３６１页。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宝树园文存》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页［是文刊于《教育杂
志》第１４卷第４号（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０日）］。

顾颉刚：《纂史随笔（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３７０、３７１页。关于《王制》《月令》《春秋繁露》的判断是“据修订稿
补”，修订稿是否作于《纂史随笔（一）》（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０日至１９２２年６月２日）期间尚不确定。

在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的日记中，集中谈到《诗经通论》的地方有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４日至１５日，明确说到
点读的是皮锡瑞《经学通论》中的《诗经通论》，第二次是１９２３年３月１５日至４月２１日，仅录有《诗经通论》而未提著者。根
据其言《诗经通论》有卷一至卷十，且在发表于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０日的《〈硕人〉是闵庄姜美而无子吗？》里提到“近读姚际恒的
《诗经通论》”，加之年谱１９２３年“三月至八月一日”一条亦言姚际恒之《诗经通论》，故第二次所说《诗经通论》的著者是姚际
恒，与今文经学无关（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１，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４日—１５日，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０页；顾颉
刚：《〈硕人〉是闵庄姜美而无子吗？》，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３册，第３６７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版，第８５页）。

顾颉刚：《诗辨妄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１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４页。

顾颉刚：《景西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２２７页。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第４０９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３８２页。



说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联系的关键。在禹问题上，存在其说受康有为与崔适影响两种看法。自１９２１
年至此，未见顾颉刚再次阅读二人著作的记录，而且他对今文经学的总体态度向来一般，若将此时顾
颉刚讨论禹的引线归于康有为与崔适，似在说顾颉刚凭其１９２１年之前的记忆与理解于此时重提了这
一问题，相关证法显然不妥。康有为以经与诸子推明提出禹是最古之人而禹前皆出伪托，立足于事实
层面的历史本体。顾颉刚则按成书先后排比经部文献，主张禹虽最古但却非人，与三皇五帝一样是否
真实存在尚有疑问，着眼于书写层面的历史认识。二者所言本非一意且分属两种范畴。崔适曾说禹
的本义为虫名，但没有明指禹是动物，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说文》所言“禹，虫也”①。顾颉刚虽受业于
崔适，但不必然受到其直接启发，也没有确凿证据落实这一点。根据他对崔适的态度与对《说文》的征
引，不能排除其说径从《说文》中来的可能。经此分析，顾颉刚关于禹的观点与今文经学不构成必然联
系。商周不同源问题也是如此。相关研究认为，因皮锡瑞认同齐鲁韩三家以《生民》《玄鸟》《长发》《閟
宫》主无父感生之说，顾颉刚亦据《玄鸟》《生民》论商周始祖不同，故后者依从了今文家说。顾颉刚最
后一次记录阅读皮锡瑞的著作是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５日，其时距离提出层累说尚有一年之久。而且按
照层累说的逻辑，在判定《玄鸟》《生民》成书最早的前提下，商周始祖不同是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自然得
出的结论。加之顾颉刚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取《长发》《閟宫》，又可见其与今文经学思路相异，所以是说
非必出于今文经学。除此之外，顾颉刚在这封信里仅谈到“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②而未涉
及托古改制说。

以上所用史料以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体现个人思考过程与私人交流的文本为主，公开发表者
仅《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前者提到了托古改制说而相对重
要的后者却未言及，这种现象亦可以作为顾颉刚并未予今文经学以特别关注的辅证。综上所论，通过
辨析顾颉刚对造伪与托古改制说的认识及其关于今文经学的整体看法，轻言今文经学对层累说显著
影响的观点则难以成立。在这些相对琐碎但又必要的论证基础上，若以顾颉刚从谈造伪到论托古改
制说再到提出层累说的过程看，发现其自有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层累说对今文经学
的疏离。

坚持史学而非经学立场，贯穿顾颉刚学术事业终始。迥异于今文学家全面否定古文经书的可信
性，他始终认为今古文经书各有真伪。这里的“伪”即刻意造伪，“造伪”是传统辨伪学家的普遍认识而
非今文学家的独有观念，普遍认识不构成必然联系，而且其论古文经书为伪也未依据今文经学，所以
“造伪”无法成为绑定顾颉刚与今文经学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询姚际恒著述书》将沉浸于目录志业的
顾颉刚拉回辨伪，那么自１９２１年４月着手的《诗经》研究则让顾颉刚的辨伪重心从四部集中到经学上
来。正是基于大量且具体的辨伪工作，顾颉刚才在东周以上无史说提出近三年后凭借知识积累真正
接受了此说，而这也恰是层累说赖以生成的基础。可以认为层累说引发了对上古信史的全面怀疑，但
不能说顾颉刚一上来带着全盘抹杀上古信史的预设才有了层累说。无论层累说作为一种假设如何大
胆，史料审查这一基色则不应被否认、取消甚至篡改。在此过程中，顾颉刚引入托古改制说作为解释
造伪的原因之一。按照斯金纳的“影响”理论并结合上文分析，今文经学中只有托古改制说能对顾颉
刚构成“影响”。与东周以上无史说的接受史一样，他认同托古改制说也经历了一番史料审查的过程，是
以承认“托古改制”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存在为前提的，不带任何经学色彩，与今文经学存在本质之别。

层累说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思想。这种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他人无法复制的思考③，同时代学人里只
能由顾颉刚来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讲，顾颉刚没有误会托古改制说的原意，也没有将孔子改制说改造为
诸子伪托说，更没有从康有为那里发展出伪史移用法；不是在拾今文经学之牙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
法内化到了自己的学术逻辑中。这是对今文经学结构的批判性超越，而不是同一结构的共处。

回归正序发现，在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异质的共识下，与“今文经学促成说”正相反，层累说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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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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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始终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微乎其微。以二者间观点与思想
的相通作为影响成立的根据存有逻辑漏洞。经由学术梳理，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其间的思想联系。层
累说与今文经学相似的地方非必出自今文经学，相似不等于承续，它们或许共享着同一来源或者各有
源头。虽然托古改制说确实对层累说构成了“影响”，但顾颉刚并未倚重是说，可以认为倘若没有今文
经学，其依旧可以提出层累说。“今文经学促成说”属于溯源证“有”研究，而层累说与今文经学保持距
离结论的得出则倾向于证“无”式研究。今文经学与层累说在时序上前后相承且论说确有相似，加之
影响的产生具有难以言喻性，常以偶然的、瞬间的而非必然的、持久的形式作用于被影响者，甚至被影
响者受到了影响而不自知，另外考虑到文本间的互文特点①，诸此种种均增加了证“无”难度。在兼顾
严谨性的前提下，相比于证“有”的肯定化表达，证“无”更多地呈现为或然性结论，不免有作茧自缚的
困扰。若从证“无”的合理处思考，当诸多或然性判断叠加到一起时，“今文经学促成说”的根基已不再
稳固。借助福柯所言确定影响的合理层次这一点，既避免了笼统谈论影响所造成的混淆，又能够增强
证“无”研究的说服力。托古改制说被视作今文经学影响层累说的关键，经过如上清理，却发现是说在
层累说提出阶段可有可无，那么停留在这一层次的影响则无法撑起“今文经学促成说”。综此来看，保
持疏离或许才更贴近层累说与今文经学间的真实样态。

三　顾颉刚的转变与“今文经学促成说”倒置问题的发生

回归历史序列的重访对“今文经学促成说”构成了挑战，但凭既有分析尚不足以完整地回应是说
中的倒置问题。在层累说提出阶段，顾颉刚始终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种情形在层累说提
出之后是否有所改变，成为理解已有研究中倒置问题发生的关键。须继续沿着正向路径清理层累说提
出之后的某些症结，方能求得有限度的合理解释，从而恰如其分地呈现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变化。

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顾颉刚指出诸子将古史人化的行为使得“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五帝三
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②，偏重战国及其后的造伪活动。９月至１９２４
年６月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陆续出版，顾颉刚关于托古改制说的认识在这套书中得到了进一
步阐发。他谈到尧舜故事“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王莽“因托古改制而得国”，首次
明确将汉代托古改制者指向王莽④。根据前文的梳理，顾颉刚第一次提及托古改制说见于《中学校本
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编成的教科书即延续了这一看法。就成伪意图来说，其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

１３日至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日间再次申明存在有意造作与无意传误两种可能，其中前者包括“撑场面（如
汉为尧后）”“立学说（如《孟子》）”⑤。此时顾颉刚仍鲜论今文经学，仅于《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
注释里说到《新学伪经考》辨《尚书》甚细；今文经学“怀疑求是的精神更大”，托古改制说“对于几千年
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起一大革命”，令“他的变法主张找到了强有力的根据”等⑥。在此之前，他应该已
经接触过《孔子改制考》，但首次读于何时并不知晓，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８日所写“看新买之《孔子改制
考》”⑦是其第一次明确记载阅读是书的记录。与１９２２年一致，顾颉刚依然没有特别指向诸子“托古
改制”，也没有在诸子造伪与“托古改制”间建立起明确联系，但在这里肯定了托古改制说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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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重要的文本或文献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称之为互文（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
ａｌｉｔｙ）。”（赖国栋：《再论“层累说”的来源———兼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福建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０１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１０１页。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收录是书所作的说明为“１９２３年６月至１９２４年２月分三册陆续出版”。核查原书后发现，是书上册出
版于１９２３年９月，中册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２月并于６月再版，下册出版于１９２４年６月并于１９２５年５月再版。其中，上册版权
页显示“中华民国十二年九初初版”与“中华民国十四年十初四版”，笔者怀疑此处印刷有误，或应为“九月初版”与“十月四
版”（参看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１２卷，第１页；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
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上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年版；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年版）。

⑥　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１２卷，第２０、５６，１８５页。

顾颉刚：《淞上读书记（五）》，《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２卷，第１０９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１卷，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８日，第３９０页。



他对今文经学的评判虽然出现在教科书的注释中，却因托古改制说的缘故而称赞今文经学的怀疑求
是精神，而且《孔子改制考》开始出现在日记中传递出顾颉刚意欲再探今文经学的信号。这是此前从
未有过的新举动。此外，顾颉刚的其他论述有助于廓清之前的迷雾。７月１日，他重申“一读古书，商
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
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①，其判定商周异源始终遵循文献第一位原则。如果他
认同今文经学在此问题上的看法，那么认同的背后是因为今文经学遵从了文本事实。这与他被动地
接受今文家言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其后，顾颉刚屡屡论及战国造伪问题。比如，他在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６日提到《禹贡》是“战国时人把
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②的作品、在１１月２４日刊出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中谈到
东周时人托古造伪、本年《泣吁循轨室笔记》里随处可见对战国造伪的议论等③。是年，顾颉刚言战国
造伪延续了之前的态度，而且没有特别述及今文经学。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７日，他再次说明“我引《说文》
的说禹为虫，正与我引《鲁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左传》和《楚词》而说鲧为水族一样”④，由此
可见其对古史人物属性的认识与商周异源问题一致。这些后出的论述均可佐证前文关于层累说与今
文经学关系的判断。

截至《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于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９日记有“写‘有意无意之作伪’之例十八
条”⑤，关于战国造伪则在６月１日说到夏制九州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画土地的一种假设”⑥。这
些观点均与此前相差无几。至于今文经学，其所读见于记载者仅皮锡瑞《经学史讲义》，在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１日点读此书期间，他正拟作《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该文写于５月４日至６日，其中认为
《左传》“本春秋分国之史，刘歆析之，使脱离《国语》而独立，以为释《春秋经》者”⑦。刘歆析《国语》而
成《左传》的观点最早由康有为明确提出，崔适继之。与托古改制说一样，今文经学关于《左传》的看法
同样对顾颉刚构成了所谓的“影响”，这一“影响”仍需置于顾颉刚的逻辑中进行理解。１９２３年初，他
谈到“《左传》和《国语》固是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然《左传》“经过了汉儒的几番窜乱”⑧，其中汉儒
窜乱《左传》的判断或立足于“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⑨这一文本记载。另外，《国
语》是《左传》之外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一部书，这样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国语》是人为充实《左传》内
容的最主要来源，如此便为他日后持刘歆析《国语》之说埋下了伏笔。顾颉刚从一开始便将《左传》看
作史书而非经传，检视是书真伪以及是否与刘歆甚至《国语》有关是从文献出发，看其是否合于历史事
实。即顾颉刚是否认同今文经学取决于今文经学结论的得出是否依据历史性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是
否符合本然的历史事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已然不能再将今文学家与顾颉刚相提并论。

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１日，《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自述三十余年人生经历与治学次第的《自序》成
为焦点。“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象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⑩10，完成于４月２０日的
这篇长文展现了顾颉刚所理解的辨伪事业与今文经学间的种种纠缠。回忆起初读“两考”的感受，他
说到《新学伪经考》“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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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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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而《孔子改制考》“第
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
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虽则他
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
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①。之后，他又先后提到“我虽是早
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
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自从读
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
划”“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
于长素先生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
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
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②。自沅思至
今，《自序》被广泛引作证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内证。如何看待后来追溯与当时发生之间的离
合，是阐释二者关系有必要澄清的重点。

顾颉刚初读“两考”在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６年前后③。对比《自序》与正序梳理其在此时期的看法，发
现关于《新学伪经考》学术属性的认识被突显，这一点倒不成问题。根据彼时顾颉刚辨伪古文经书的
观点来看，与康有为所论存有交集，那么《自序》强调康有为辨伪古文经书的学术合理性便合乎情理
了。但是，有关《孔子改制考》的叙述变化则需要注意。《自序》显示该书对顾颉刚的启发在上古茫昧
无稽说与托古改制说。对于前者，他所用“惬心餍理”一词意味着其在此前已经认为上古史不可信，这
应是毋庸置疑的。王汎森指出，“如果认为《孔子改制考》中的‘上古之世茫昧难稽’是导引顾颉刚怀疑
上古信史的主要原因，其实相近似的话早在《列子》的‘杨朱’篇中便已说过”④，上古茫昧无稽说并非
康有为的独创，传统文献早已论及，顾颉刚关于古史无稽的认识非必来自今文经学。王汎森的说法在
不经意间反证了上古茫昧无稽说不能对顾颉刚构成实在的“影响”。如果抛开《自序》和王汎森之论，

也不难理解顾颉刚何以会怀疑上古史。他与康有为共享着进化论带来的冲击，上古黄金世界的理念
不符合演进原则，这样的逻辑冲突促使他们反思传统以达成理性自洽，上古史不可信被倒逼而出。如
果没有进化论，很难说是否会产生康有为式的托古改制说，也很难说顾颉刚能否借助此说重审上古
史。至于托古改制说对顾颉刚的启发，《自序》与正序梳理呈现出明显差别。他明确谈论是说始于

１９２２年，初读“两考”时则不见论及，《自序》将其接受是说的时间进行了提前。根据《自序》的时间线，

１９１６年及之后，顾颉刚的叙述基本围绕《孔子改制考》展开，几乎没有再提《新学伪经考》。这与正序
梳理其于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４年集中表达托古改制说且对是说的态度并不固定的情形有所不同。此外，

与《自序》内容相近，顾颉刚讲述个人经历还见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９日致李石岑的信与１９２５年２月３日
所作《答李玄伯先生》，然而均未述及今文经学相关，结合在这前后其对此问题时言时不言的模糊行
为，可以推测他有关今文经学的看法仍摇摆不定。这与《自序》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序》是重新排定个人学术史的风向标。“历史学家写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可与当时构建
学术生涯大不相同，这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⑤，作为叙述已知历程的自述，它首先呈现的是
顾颉刚在１９２６年的立场。顾颉刚对确立自己治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所进行的因果推定，使今文经学这
一影响因子得到了最具权威的认证，而站在１９２６年叙说前事，会发现此前隐而未觉的潜流，同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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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２６，３６、４３、７８页。

前文已述，顾颉刚于１９１５年中旬始读《新学伪经考》，但何时首读《孔子改制考》却没有记录，第一次明确记载阅读该书是在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８日。《自序》提供了某种线索，根据“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一语
的上下文语境，可知顾颉刚至迟于１９１６年听陈汉章授课时便可能已读过《孔子改制考》（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
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３６页）。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２５页。

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９页。



到充分发展的那一理路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排他的态势来，那些由偶然性襄成的事物也会仿似必然达
致的结果”①，上述《自序》与正向梳理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即由此而来。与此同时，这种差异也应置于
顾颉刚学术认识变化的过程中去理解。大致以１９２１年为界，其前期侧重辨伪书而关注《新学伪经
考》，后期转向辨伪史而倾向《孔子改制考》。随着辨伪的深入，尤其是层累说提出之后，在古史何以层
累造成的解释上，托古改制说得以显明化。顾颉刚关于今文经学的态度随此过程而渐生改变，进而作
用于其对过去的追溯，这一自我发现的旅程同样也令其重新发现了今文经学。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颉刚有关今文经学的论述日渐增多。自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５日起，其阅读
今文经学的记录频繁见载于日记。同时，将今文经学作为授课内容，屡见于《尚书讲义》《尚书学讲义》
《中国上古史讲义》《孔子研究讲义》《春秋研究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其中称赞“康有为之《新
学伪经考》，使今古文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伪经”与“改制”二事抓住了秦汉间中心问题、“两考”是值得
称许的学术史著作且崔适所著“确也有价值”等②。此外，他还在《悼王静安先生》里谈到自己受康有
为的影响不亚于王国维，并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放言“大张今文之帜，将来造就了一班学生，不难振起
一变相的今文学派”③。以上种种无不在表露对今文经学的肯定之意。在此期间，顾颉刚似于《尚书
学讲义》中首次明确提到刘歆造伪说，之后在致彭炜棠的信及《古代地理研究讲义》《遂初室笔记》《中
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里又多有论及。刘歆造伪说虽非今文经学的专利，但得以系统化彰显却要归功于
今文经学，与托古改制说一样，顾颉刚接受刘歆造伪说的前提是认为在历史事实层面不能排除刘歆有
造伪的可能。他表述是说要远远晚于托古改制说，这一时间差由其辨伪古史自浅及深的逻辑次序所
决定，此中关键或与其从“四个打破”触及“三统改制”而关注《左传》《国语》问题有关。其后，至书写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时期，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被充分表达，以至于顾颉刚的学术志业
再未与今文经学解绑。

层累说提出之后，尤其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顾颉刚的研究近乎“古史清一色”④，其与今
文经学的距离被渐渐拉近。托古改制说的地位得到抬升，刘歆析《国语》而成《左传》问题成为今文家
言“影响”顾颉刚的新生点。随之而来，刘歆造伪说也逐步明确了自己在古史辨中的位置，今文经学的
两大核心概念成为从层累说抵达《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津梁。同样的，顾颉刚关于今文经
学态度的这些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伴随辨伪进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行文至此，在澄清层累说生成阶段与今文经学保持距离以及是说提出之后顾颉刚与今文经学关
系变化的基础上，前述“今文经学促成说”中的倒置问题可以顺而得到解释。言说二者关系的声音出
现在《自序》之后，尤其是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之后，其中用以证明二者联系的主要
史料选自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之后的相关论述，而经由正序梳理，层累说提出前后顾颉刚关于今文经学
的态度已然有变。那么，若以顾颉刚后来的论述作为判断其此前行为的根据，拿之后相对确定的事实
为线索勾勒前事，难免会产生时序倒置的误会，尤其是借此所建立的二者间的思想脉络，某种意义上
使得本属未知的进程变作有意识的设计，从而吊诡且巧妙地掩盖了“倒置”的存在。另外，一部分以层
累说提出之前的史料来论二者关系的研究，略有将待证的结论视作默认的前提之嫌，此种现象的产生
或亦与错置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有关。如此一来，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推动性影响倒置为
源头性影响，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对古史辨学术价值的评判。
归于学术路向的正序重访，将倒置的再倒置回去，在提供历史走向多种隐然可能性的同时或许更接近
事实本身，并借此表现了历史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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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　　论

层累说已经提出了近百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也被讨论了近一个世纪。恐怕连顾颉刚也没有预
料到他会与今文经学纠缠到如此境地。二者间的关系研究应为交互式。但“今文经学促成说”的背后
或于不自觉中隐藏着一种倾向，即立足于今文经学衡量层累说，其中对今文经学的评断又往往以其政
治性掩盖甚至驱逐学术性，失衡的偏颇之下难以给层累说一个恰切的学术定位，故而生发出“今文经
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的疑问。对此的回答不是简单的是与否问题，实质所指不仅牵扯到如何理解今
文经学的学术面向，还要求以层累说为轴心回观其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而这两点最终指向层累说命题
的现代性阐释。

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透过托古改制说得以呈现，层累说则借助托古改制说在丰富自身内
容的同时增强了理论说服力，但这一影响的显明化发生在层累说提出之后而非之前。历史顺序的“倒
置”与否直接与书写二者间关系时的偏差程度挂钩，谬以千里的可能突显了细节澄清的必要。无论倒
置抑或正序，若以断裂性而非连续性谈论“影响”，明确二者间的异质性，或许更容易区分二者共享观
点的内在差别，以此将层累说从传统学术中剥离出来，确立其归属现代史学的位置。如果因层累说承
接了今文经学的认识便将其打入经学阵营，是对二者本质的模糊、混淆与误读。关于二者异质的最佳
说明应诉诸“事实”，它们对于何为事实的认定遵循了两套认识逻辑，顾颉刚以一种自律的韦伯式知识
观审查文献①，将今文经学对于历史事实的揭示从与价值事实的缠绕中分离出来，对托古改制说甚至
刘歆造伪说的接受均以承认其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为先，而抛却二说在今文经学那里作为价值事实
的一面。传统经学思维下的历史事实经过现代史学逻辑的过滤被重新发现，以历史事实消解层累于
历史事实之上的不同解释，这种事实至上的科学批判精神与今文经学大异其趣，从中可以进一步感受
到断裂性所在。倒序映射连续性与确定性，正序发现断裂性与可能性，经由正序的学术史分析尽可能
地“使思想史摆脱它的先验约束”②，有助于解构倒序眼光下将古史辨与今文经学联系起来的思想史
线索，终而确定今文经学施予层累说影响的合理层次。如果从断裂性本位进行考虑，那么一面言层累
说具有反传统意义，另一面又言其依靠传统汲取资源的两歧性现象则不复存在，更能尽显层累说作为
中国首个现代史学理论的主体性价值。

在断裂性前提下，使用“来源”“影响”都将变得谨慎起来。类似语词生来就带有某种指向连续性
的隐喻，这套概念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历史认知的方式，而替代词汇的匮乏令人不得不仍旧借助这
些与断裂性不相兼容的文字进行表达，由此对其运用的合理限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究层累说的“来
源”、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便是来源式与影响式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对因果律的执着致使
难以对此作出更多的反思，但如何恰如其分地阐释今文经学与层累说两种异质事物间的类似问题则
令人为难，尤其是在此问题的背后还牵连到价值判断。正如布洛克所言，“起源的幽灵可能只是真正
的历史学的另一个邪恶敌人的变体：这个敌人就是价值判断的怪癖”③。断裂性本位的提出，便是打
破层累说溯源研究路径依赖的一种初步尝试。

那些书写历史的人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生命“即刻在其著作中启动另一段旅程”④。层累说是顾
颉刚最伟大的作品，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向历史中“简单地放入一个新东西而已”，许多史学著述的“相
对位置都要因它而进行形形色色的调整”⑤，今日乃至将来之研究都要接受层累说的审视，同时也会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韦伯式的学术‘知识’，它表现出一种自律倾向，即以知识自身为目的，故而有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等”，

在这一点上，顾颉刚与韦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参看高瑞泉：《〈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序》，山口久和
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４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２３７页。

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１页。

郭震旦：《他仍然值守在八十年代的岗位上》，《读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８３页。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５３页；另参见艾略特著，卞之琳等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

论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对层累说作出独属于自己时代的回答。顾颉刚是真真正正沉醉于学术的人，若以因对今文经学的偏
见而视层累说为阴谋理论，则是对其最严重的误判。从来如此，不一定是对的。从断裂性再出发，重
新看待今文经学的双面脸谱，继续理解今文经学与以层累说为代表的古史辨之关系，或许是忠实于历
史的最好姿态。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０６　１７
作者范静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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